赫哲族文化与自然、社会环境变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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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三江流域的赫哲族依靠着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打猎捕鱼为生，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作为赫哲族历史、神话体系、道德观、宇宙观传承载体的“伊玛堪”、“说胡力”、“嫁令阔”中处处有渔猎活动的影子。历史上的赫哲族也正是因为以捕鱼为生，更是对大自然心生敬畏，他们严格按照世代流传下来的生产节律，小心翼翼的遵守着捕鱼中的各种禁忌，不滥捕不多捕、不在繁殖期捕鱼、捕到小鱼要放生等……。可以说，三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塑造了赫哲族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而赫哲族的文化又反过来保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三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较封闭的地理环境加上较低的人口密度使得赫哲族同大自然和谐共处了上百年。但是，时至今日，“伊玛堪”、“说胡力”、“嫁令阔”的自然传承已经断裂，“文化精英”只能通过录音资料艰难的学起，赫哲族语言也面临着消失，赫哲族依靠和保护了上百年的三江流域也早就无鱼可打，依托渔业生产而发展出来的颇具灵性的赫哲族文化也随之日渐消亡。总数仅有4640人
的赫哲族也分散到了全国范围，户口在赫哲族聚居区的仅有1331人，只占全国赫哲族总人口的28.69%，而这1331人还分散在六个聚居区。可以说，在任何一个聚居村，赫哲族都在比例上属于少数（加上流动人口）。赫哲族人口的分散分布造成的“稀释效应”也十分不利于赫哲族传统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发展。造成赫哲族文化产生这种剧烈变迁的原因有来自社会环境变化和自然环境变迁两方面的因素。
一　赫哲族文化变迁随社会环境变迁的过程

（一）社会组织的变迁

按照米德的文化传承类型的划分，
赫哲族的传统社会是前塑文化类型，社会由“哈拉莫昆”组织而成的，
每个“哈拉莫昆”都有自己的“哈拉莫昆达”（氏族首领）和萨满，担任“哈拉莫昆达”的通常是年事高、辈分大、有丰富渔猎生产经验的人。他管理氏族内部的生产、生活、婚姻、丧葬等各项事宜，在氏族内部有不法不平诸事时，由“哈拉莫昆达”召集“哈拉莫昆”成员议事大会，对这些事件进行处置。每个“哈拉莫昆”都有自己的萨满，本“哈拉莫昆”的人生病或者有无法解释的事情就去请萨满帮助。氏族萨满的主要职能是维护本氏族的利益和保护本氏族成员。在氏族范畴上，萨满在春、秋时节“跳鹿神”（鸟恩珠耶）。
在赫哲族的传统社会中，往往血缘氏族和地理上的村落互相重合，通过这种全氏族参与的集体性仪式，进一步强化了氏族内部认同，把本氏族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并将社会性知识及对于世界的基本认识观念传承下去，许愿者的还愿仪式不仅给了许愿者自身一个实现自己承诺的心理需求的场合，也强化了其他氏族成员对于本氏族神的信仰，是一股维系氏族团结的纽带。

由于赫哲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并且是政治地理上的边疆地区，造成了清末至建国前的一段时间里，各种势力，怀着各种目的前来的人不断增加，他们带来的新生产工具以及开垦耕地、设立酿酒厂等活动，使得赫哲族更新生产工具、改变饮食结构（以鱼肉、兽肉为主食转变为以粮食作物为主食），日常饮用白酒成为了可能。由于火药、火绳、粮食、白酒等日常生产生活必备物品的易损耗和自身不能生产的因素，赫哲族同外部移民社会的交换变得经常起来，而这种交换的需要又促使了赫哲族居住区域的各种自然资源的商品化，这种商品化的过程也促使了核心家庭开始逐步取代扩大家庭（氏族），并成为了赫哲族社会中组织开展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哈拉莫昆达”的威权也因此受到弱化。
1947~1948年进行土地改革，形成了今日赫哲族居住的格局。这些在建国前后形成的赫哲族聚居区里，分属于不同氏族的人们不再由“哈拉莫昆”的形式组织起来进行生活、生产，而是被“生产合作社”这样一种形式组织起来，合作社的领导也不再是本氏族的萨满或年纪最长或辈分最大的人，这个领导被赋予权力的过程也从原来的形式（萨满的继承、长子长孙的世袭）变成大家投票给有资格的候选人，而这些候选人是可变动的，可能不是本氏族成员，甚至不是本地人。同原来的“温情”管理体制相比（因为萨满的职责就是为本氏族做好事，保护本氏族，作为族人与神、鬼之间的中介，替做错事情的本族人说情……），这种合作社的组织职能更多的是侧重于组织生产，这也相应的带来了生产的高效率。“哈拉莫昆”制度在形式上彻底消失，并伴随着人民生产、生活的目标定位走向现代化，年轻人没有动力和需求去主动向老一辈人学习传统知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前辈人的传统知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和陈腐过时的。加之，社会生产、生活不再以长辈为核心组织起来，相应的使得长辈失去了原来的“话语威权”。赫哲族传统文化的自然传承出现了断裂。

（二）萨满教信仰的变迁

在个人体验范畴上，赫哲族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就是一个以萨满为中介的不断和周围自然物互动的过程。疾病被认为是有几个原因造成的：（1）自己犯了错误，比如不遵守禁忌而得罪了自然神（许愿没有还愿，向火里、水里投掷不应该投掷的东西）、打猎的时候主动攻击并误伤了老虎、将打猎作为一种娱乐（射杀猎物供取乐，并不为了食用）、浪费自然资源等等。（2）丢失自己的灵魂，赫哲族传统上认为人有三个灵魂，分别是随生而来随死而消散的、控制思想的（在人死后被萨满送到本氏族先人们灵魂的聚集场所，受后人祭拜，并帮助本氏族的后人）、转生的灵魂（受佛教的影响产生的），人睡觉的时候，控制思想的灵魂就会到处游转，并因此产生梦。（3）受“恶”神侵扰，这可能是自己亲近的人在死后没有回到祖先氏族圈里受后辈祭拜，也可能其他“恶”神作祟，或者是有些萨满领了“恶”神等。萨满治病的过程是通过请自己的氏族神并请神找到病因，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仪式。就这样通过个人患病并得到萨满的仪式治愈的过程，以及参观萨满给别人治病的过程，大部分人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得以世代传承。这种解释体系直至今日仍有遗留，2006年8月在八岔赫哲族村进行调查的时候，还听到了当地人对于家里老人身体不好归因为得罪了虎神，在请人做完仪式后，没有还愿，以致惹神生气，并计划着进行还愿的仪式。
赫哲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萨满教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萨满是赫哲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的“凝结核”，并将整个赫哲族传统社会的文化体系随着萨满的传承而传承下去。
在建国之后，赫哲族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同质文化建设。赫哲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同质文化构建中渐渐被淡化，到了文革期间，更彻底的文化同化开始了，一切与传统有关的文化符号都被刻意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抹去，萨满教被认定为迷信，一切和萨满教相关的法器都被销毁或没收，有萨满称号的人不再有公开萨满活动的权利，敖其赫哲族村的神树被砍（文革时期）、祠堂被砸（现辟为小学校）、据说藏有皇帝御赐的黄马褂和龙头拐杖的祖坟被挖……曾经作为“凝结核”的萨满文化也从这时起消失了。
（三）口传文化传承的断裂

在民国和日据时期，赫哲族居住区域的外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外来移民对于赫哲族的影响日趋深入，天花等传染性疾病，以及战争、土匪等造成的赫哲族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十分普遍，单独的村落或氏族的文化随着人的死亡而消亡。赫哲族人口从清朝初年的上万人，迅速下降到一千多人。对于赫哲族这样一个在短时期内人口锐减的族群而言，同塑文化类型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在这一时期，赫哲族同前苏联的那乃族（赫哲族同源）联系交流中断，加上体质相对较弱的老人大量去世，社会组织领导层位置出现空缺，社会知识传承系统出现断裂。
在建国后，各个赫哲族聚居区由于军垦农场的建立而彼此分割开来。各个聚居区之间的交流不足，赫哲族语言上的差异也使得操赫哲语不同方言的人们在交流时使用通用的汉语，这进一步加速了“赫哲语”（含奇愣语和黑斤语）的消失。同时，赫哲族的很多人作为代表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参观，参加国庆观礼、文艺演出等活动，由于赫哲族的总人数很少，能有机会出去参加活动的人占到了赫哲族总人口很大的比例。在八岔村访谈时发现，几乎每家都有人曾参加过这类活动。他们带回来的现代化讯息，进一步促进了当时赫哲族社会的社会主义同质文化建设。伴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没有了代际传承，这个有语言无文字民族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消散。传统文化也因此没有随着建国后赫哲族人口恢复性增长而继续传承下去。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赫哲族口传文化的传承就已然发生了断裂，只留下了书籍、录音带记载的“只言片语”。当承载着民族精神、民族历史的“伊玛堪”、“说胡力”、“嫁令阔”不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当人们遇到自己无法应对的事情不再想到找“萨满”来解释的时候，当奇愣语、黑斤语不再有人听的懂时，当传统的打鱼、捕猎技术由于新工具的运用而不再使用和被尊重，赫哲族已经被彻底的“社会主义同质化”了。这种“同质化”进行的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慢慢的连赫哲族人自己也不记得这些“传统”了。2006年7月调查时，七十多岁的老人为我们展示的他们认为的“赫哲族民族歌曲”，还是1956年创作的使用赫哲语演唱的歌唱毛主席的歌曲，现在的老人们的记忆只能追溯到那时。可以说赫哲族文化的传承在建国时期就已经中断了。 
（四）传统文化的重构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费孝通先生提出“关注少小民族发展”，赫哲族聚居区开始了文化重构。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赫哲族聚居区将文化重构和开展旅游捆绑在了一起，这也产生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做法。比如，“某赫哲族风情园”在建园初期，千里迢迢引进了鸵鸟，把鸵鸟同赫哲族传统文化一起进行展览，
这种吸引游客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忽视了赫哲族的文化主体性，满足游客的猎奇眼光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来自政府和学者的努力极大地激发了赫哲族人民保护、恢复自己传统文化的热情，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的保护、恢复传统的努力由不同的力量顽强的进行着。有为了传承“伊玛堪”而通过保留下来的录音资料学唱的文化领袖，有组织赫哲族孩子学习民族舞蹈的有识之士，有不断挖掘本民族历史、文化、艺术著书立说的老人，有不断奔忙招商引资为自己的村子争取资金建“赫哲族风情园”的干部……，只要这种保护与恢复传统优秀文化的意识从学人传递给政府、传递给人民中间，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在访谈时，很多赫哲族人有着比较强烈的自我民族认同意识，很多中年人告诉我们，在闲的时候会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讲赫哲族的故事，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会专门买来记有赫哲族传统故事的书来照着给孩子念；在敖其，笔者发现这里的赫哲族大多都是敞开锅盖炖鱼的，而其他民族则是盖着锅盖炖鱼，当地赫哲族老人告诉我们说，只要看看一个人家炖鱼的方式就知道他们家是不是纯正的赫哲族。这里的赫哲族由于在人数上占少数，正努力的寻找一种让自己同汉族区分开来的民族特性。在同八岔、街津口地方的赫哲族中年人谈起敖其时，很多人都会说敖其的赫哲族是后改称赫哲族的，是“忘记自己历史”的一群人……。这些都对于敖其的赫哲族人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也促使他们更加渴望去寻找自己的民族特征。
现在，各个赫哲族村子都有建立“赫哲族风情园”的愿望，这本是对于保护本民族文化有利的好事。但是，现有的风情园并不能让本村的人充分参与进来，很多在“风情园”里面的新雕塑、新建筑，当地人民也不知道其所代表的意义。有些和萨满教相关的建筑、雕塑，由于其本身就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许多“懂一些”的老人看来，有的神像、神偶没有被“适当”的“对待”，有些神偶的位置和造型有待商榷，甚至有些老人不愿去“风情园”，觉得那里“瘮得慌”。旅游不只是给外来人消费的，也要注意当地人的感受，按照某些人的想象修建的建筑，会带来当地人的不认同，外来人的不以为然，这样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持，当地人也不会因文化重构而重拾自信，相反，由于当地人没有占到实际的主体位置，从而会使开发带来一系列问题。
二　赫哲族文化变迁随自然环境变迁的过程
赫哲族传统文化所依托的渔业资源的消失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下的过程。塑造了赫哲族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而造成赫哲族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依托而日渐消亡。那么，这个自然环境的变迁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又是何种原因使得赫哲族的文化没有能够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一）自然环境变迁过程
1.流域内人口密度增加

在建国初期，东北建立了大批军垦农场，当时号称“原有一个黑龙江、移入一个黑龙江、新生一个黑龙江”。
为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始大量消耗。

2.工农业污染严重

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沿松花江流域相继建立起多家大型工业企业，为国家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当时的环保措施未能及时跟进，造成了沿江企业对流域的水体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这直接造成鱼类的大量死亡，并对沿岸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
据渔民介绍，往往在春天开江的时候，江面会泛起大量死鱼，以及有些月份，江中也会泛起大量死鱼，俗称“刷江水”下来了，当地人认为这是上游的化工厂一年一度的检修排放污水所致，所以江里会周期性的发生大规模死鱼的现象。加上，三江流域的各个区县、农场长期不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这些化学物质被雨水冲入河流中，对河流产生严重的污染。
像敖其、八岔的渔民都提到，现在从江里打上来的鱼经常会有一股“六六粉”的味道。从1977年开始，渔业捕捞产量就开始下降。

3.气象水文条件和微环境的改变

在“70年代中后期，连续多年大旱，松花江水系又正值20年周期的枯水年份，加之各地大兴水利，修建灌溉站，使江河水位降低。” 
此时，三江流域各个区县种植水稻的面积扩大，农业取水量也逐年增加，进一步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大量的湿地被排干，失去了调节小流域水量的功能。还有些地区大量开采地下水，使得地下水水位下降。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之间不能相互补充，造成流域内水资源减少。在访谈赫哲族渔民时得知，因为江水变浅了，阳光很容易把江水的温度提高，水温升高之后，会影响鱼类繁殖，渔业资源大量减少。
（二）赫哲族传统文化没有对自然环境产生保护作用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同质文化”建构和“渔业大生产运动”的双重作用下，赫哲族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保护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的文化系统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试的作用，而是随之消失殆尽了。在生产的组织层面，在1952～1958年，各个赫哲族聚居的村子开始建立生产互助组，赫哲族捕鱼活动组织从原初的自然渔猎生产方式（由自然资源的分布来协调其人口的分布和数量），转变成以渔业生产队为组织单位的大规模集中捕捞的生产方式。在那个年代，沿江的各个农场和渔业生产队均有组织的使用先进的“尼龙丝化网具，以及三层挂网、单丝高挂网”、汽船等生产工具进行机械化捕鱼。并因此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捕鱼）效率，加上当时政治上“左”的思想影响，大搞“以鱼代粮”，使得捕捞强度越来越大，由于个人的捕鱼生产热情被激发出来，非法捕鱼现象十分严重。
赫哲族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当时已经断裂，原来敬畏大自然的观念也被“改造自然”所取代。生产模范的评价标准自然也是捕鱼的数量的多少，当捕鱼能手被树立为典型之后，激励了其他人更大量的捕捞。人们捕鱼已经不是为了自我消费，而是成为了一种目标，“为了捕更多的鱼而捕鱼”、“为了成为模范而捕鱼”。于是，捕鱼成为了生活的意义，生产也就没有了节制。加上赫哲族所不能控制的来自上游的水体污染和全流域的滥捕，渔业资源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枯竭。

时至今日，在仍有鱼可打的乌苏里江流域，捕鱼的动力又不同于生产队的时代。现在捕鱼的动力更多的是来自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传统的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的传统文化系统并没有在断裂了几十年之后延续下来，而是迅速的使仅存的渔业资源面临着“公有地悲剧”的境地。在调查时，一位渔民的一句话可能是这种“公有地现象”的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注脚，他说“反正鱼是国家的，船是自己的，不多打点儿（鱼），油钱都不够”。从这句话反映出来的变化是深刻的，也是值得深思的。
三　总结
今天，在任何一个赫哲族聚居村，赫哲族总人数和比例都不高。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赫哲族聚居区的中、老年人都普遍认为有本事的人都“出去”（到大城市）了，也期望自己后辈能通过参军、升学、从政等渠道离开农村（赫哲族聚居区），认为这是一件可以证明能力的很光荣的事情。这种激励的结果促使赫哲族人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这种全国性的人口分散一方面拓展了赫哲族人民的视野，促进了赫哲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和掌握“话语权”，也同时造成了“精英阶层”被不断抽离赫哲族聚居区，分散到全国，很多老人也被“走出去”的孩子接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城里养老，一个人口较少民族经过这样的“稀释”后，人数逐渐减少，文化缺乏了“人”这个载体，其传承与发扬就成为一个大问题。现在不仅居住在赫哲族聚居区的赫哲族人民面临着文化传承的困境，如何解决赫哲族聚居区人口不断被“稀释”的现状，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潮中，如何审慎的选择一条民族向前发展的道路，是以充分认识现有的各种资源现状为前提的。如何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发掘和保护赫哲族的传统文化，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以当地人民为主体的、并解决好在赫哲族聚居村里人口较少的赫哲族同人口较多的其他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的和谐之路，是广大文化工作者要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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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 米德认为：全部人类文化传承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前塑文化（pre-figurative）、同塑文化（co-figurative）和后塑文化（post-figurative）。前塑文化，就是指后辈向前辈学习的文化；同塑文化，是指后辈与前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或者讲是同时学习的文化；后塑文化，就是指前辈反过来向后辈学习的文化。参见：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 “哈拉”即氏族，“莫昆”即宗族。


� 亦称跳太平神，这是一个以求神驱鬼消灾求福，保护全村人口兴旺，祈求渔猎丰收的群众性集体参与的隆重宗教仪式，由萨满事先告诉好全村人举行仪式的时间，各家各户被这样的仪式动员起来，少年直接参与仪式，协助萨满击鼓摆腰铃助兴；还愿者要事先准备祭品。萨满从自己家中边舞边唱鸠神歌而出，在村中公共区域跳神，并去其他本村住户的家中跳（事先安排好的单数家庭）。参阅，张嘉宾著，《黑龙江赫哲族》，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


� 后因鸵鸟因水土不服和管理员不熟悉饲养技术而死亡。


� 到1999年，黑龙江“垦区的总人口157.9万人，从业人员77. 2万人。占用国土总面积540万公顷，其中耕地204万公顷，林地79万公顷，草原33万公顷，水面28. 5万公顷，尚有可垦荒地61万公顷。103个农牧场，2373个农林牧渔业生产队。”引自黑龙江农垦总局，《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试点方案》，农垦总局出版，1999年3月。


�在“1966年，捕捞产量达到了2570吨，沿江河的许多农村公社和大小队，都成立了专业捕鱼队，或兼业捕鱼队。1966年全松花江地区有专、兼捕鱼队343个，捕鱼劳动力4 491人，作业性质均为集体。有机帆船4艘、木船1144只，配有大、小拉网182趟、张网170趟、三层挂网387趟、铁脚网126趟、蚕丝挂网725片，以及旋网、铃铛网，各种钩具等。1970年后捕捞产量逐年下降，到1979年，捕捞产量不足1 000吨。”引自《松花江地区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4月。


�以位于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原称101厂）为例，其双苯厂曾于2005年11月发生爆炸。2005年11月24日下午3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苯、苯胺和硝基苯等有机物。事故区域排出的污水主要通过吉化公司东10号线进入松花江；超标的污染物主要是硝基苯和苯，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其“在1969年到1977年期间，吉化公司电石厂醋酸车间的乙醛生产达到高峰，此时随生产废水排放江中的汞为33kg/d、甲基汞为1500g/d，其排放水平与造成日本水俣病的日本新氮肥水俣工厂近似。”张心余：“松花江汞与甲基汞的污染变迁”，载《黑龙江水利科技》， 2004年第2期，第102页。时至2003年，“松花江肇源观测站检测汞含量0.00132mg/l，仍高出国家三类水标准十几倍。” 谭敦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告诉我们什么？”，载《食品与生活》，2006年 1期，第44页。


� “含有汞等物质的污水，在冬季造成的污染尤为严量。其有害成分被水层隔绝，挥发不出去，致使水中有害物质剧增。同时，对有机废水进行分解，大量地消耗氧气，致使水中含氧量骤降，从而引起鱼类大量死亡。如松花江的木兰、通河等江段，每年立春前后，江水溶氧每立升不足1毫克。” 参见东北师范大学，王玉娟，硕士学位论文，《东北生态农业分区及其发展方向研究》，2006年5月。


�“1995 年对黑龙江垦区东部四个分局农场环境监测表明，TPS 有超标现象，90％废水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到江河之中，造成某些化学物质严重超标，水质呈监界污染状态。”东北师范大学，王玉娟，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生态农业分区及其发展方向研究》，2006年5月。


� “从1977年以后的四年间，捕捞产量逐年锐减，仅1977年就比1976年减少58％。”《松花江地区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4月。


� “1979年，松花江年径流量仅为153亿立方米(松花江站测)为正常年份的29％。”《松花江地区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4月。


� “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非法捕鱼泛滥成灾。70年代初期，松花江内无证私捕滥捞的各种网具高达4 000多件，船只1000只，有的一个网滩三层网具就达30趟之多，为规定数量的5倍。有的张网后尾网眼‘黄土粒’都漏不出去。更为严重的是，利用土亮子、密眼箔、快钩等非法工具捕鱼以及毒鱼、炸鱼的恶劣行为横行无阻，一直持续20多年。”《松花江地区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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